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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现在，学术论文的文字问题，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一大困扰，作者、编辑、教师、学生各有

苦恼，因此，本编辑部决定就此展开交流、讨论。 一般认为不少年轻学人缺乏文字的自觉，需要提醒

和指导，但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年轻学人也有自己的说辞，那文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水

平如何提高？ 学术论文是需要发表的，这就和刊物有了关系。 就文字修改问题，编辑和作者之间，
有时也缺少适度的张力，编辑心力交瘁，但作者未必心领，编辑和作者如何同心合力把论文修改好？
我们愿意提供平台，就这些问题请各方发表意见，欢迎大家投稿。

作者的学养与编辑的修为

韩东育

写这样的文章往往是讨嫌的：好的作者和编辑会笑你班门弄斧，而差一点的还可能跟你结怨。
所以，与其故作谦虚地去卖弄“主观经验”，还不如大大方方地说点“客观教训”，或许更有用些。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发生了中西杂糅的现象。 也就是说，中式的文言和欧美的西文经

混交后形成了第三种表达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浅斟低唱经史子集时，没有人不为形音意韵

粲然大备的贵族气象而唏嘘慨叹，可当接触到不止意会更可言传的西式表达后，又无法不被细腻严

密、理性诙谐的欧美文风所吸引。 当然，几乎所有人都会注意到，文言的语句是短的，而西语的表达

是长的。 当我们的话语结构总体上已西式化，而文言只能以成语等形式穿插其中时，主、谓、宾、定、
状、补成分的不全甚至丢失，便成为论著写作过程中的习见现象。 这应该是任一期刊或出版社的编

辑在处理来稿时最为头痛的问题：文稿上大片大片的标红，往往意味着改写甚至重写。 我自己就曾

被老师和编辑们教育说：“你为什么不好好说话”。
理论生硬、概念不清和表述含混，也容易导致洋洋万言不知所云的尴尬。 近现代中国的概念、

范畴和理论装置，几乎都是外来的，由于它们总能以正确和时尚的面貌出现，便自然有人甘做隔空

对接的理论倒爷且乐此不疲。 于是，一会儿海德格尔，一会儿布罗代尔，一会儿拉铁摩尔，或忽而存

在主义，忽而年鉴学派，忽而内亚史观。 他们弄了一大堆连其本人都未必弄懂的欧美框架，写文章

时也总是设置出无数道概念隔离墙，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现作者的“体大思精”。 所以“外来的和

尚好念经”或许还包含着另外一重意思，即说对说错都不易被察觉，或者察觉了也没有用。
由此我想起了几个或许与此无关的小困惑。 一个是关于何谓“历史”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从

右持中”至少还从“史德”的角度讲清了一个史家所应有的客观站位。 可东西方史学研究人员均听

不懂的，所谓“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这种几乎是用概念来

解释概念的“概念”，倒让我注意到一个小孩问“什么是历史”时他父亲的回答：“历史就是你来到这

个世界前人类社会发生过的能够规定和影响你当下生活和未来走向的往事。”它或许不够周延，但
我至少听懂了。 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哲学”。 当看到“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

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这种一个概念导出另一个概念，并且初学者对每一个概念都不甚了了的界说

时，一个民办校长的定义反而让我头一次豁然开朗。 他说：“哲学就是讲道理的学问。”而道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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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释的，因为只要你是人，就应该懂道理。 一位数理统计学家每每有冲动想在《哲学研究》上
发表文章，据说就是因为他发现许多研究《墨经》的学者居然用墨子的语汇来解释墨子的语汇，说
明那个学者根本就没读懂《墨经》文本。 年轻时写论文，我喜欢拿代表“权威”的西方理论和学者语

录作为某个中国史研究问题的前提或结论，结果，历史本身的前提和结论反而被我蛮横地取消了。
直到读了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才明白就在我夙夜标榜自己是经典作家的信仰者时，其
实并没有读懂他们的原著，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语境。 由此而养成的一味执念于“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舶来权威而放弃自主思考的思维惰性，其实还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学术犯罪，因为“它是为一切

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①，
如此而希冀编辑们在你的论著中去发现真问题，并逼着他们去发表“题目已经是结论了”的文章，
则我虽不才，也只能去大声疾呼“救救编辑”了。

历史学者应该以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表达风格来面对受众，显然又是一个问题。 苏联碎片化的

学科分类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一体化格局已被乱刀寸断，轻则一分为三，重则

一分为 Ｎ。 于是，文学的想象、哲学的豪迈和史学的干瘪，就成了社会一般对人文学科的基本印象。
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念了几年书后，只听到一场哲学家的讲演，就告诉我说他想改学哲学了，似乎哲

学可以不需烦琐考证而直奔结论。 我有一年因腰疾入院无法行走时，也曾一度想改行文学，因为写

小说不但可以免去实地踏查、简牍辨识和跑遍世界搜集资料的艰辛，还能自编、自导、自演且收入颇

丰，何乐而不为？ 可是，这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其实都不过是掩饰自己知识结构有天然残疾的遮

羞布。 “老北大”和“民国范”之所以不必忌言，是因为他们在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前，早已拥有文史

哲齐备的综合知识结构和连类格义的问题解释能力。 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的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基

础知识上做出适度的复归呢？ 马克思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的说法，
应该不是在开玩笑。 他或许在说，历史学者应该是过往知识和历史智慧的综合掌握者和传承者，而
不是单一工种的工匠。 孔子是史学家、文学家、伦理学家，还是武家、数学家、教育家抑或社会学家

呢？ 从他曾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教授者看，孔子应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教师。 即便退

一步，允许我们把知识的范围进一步收窄，至少也应该具备刘知几所要求的“史家三长”，即史才、
史学、史识，而“才学识”又何尝不是今天所说的“文史哲”呢？ 可是，有许多学术论文常常给大家带

来的烦恼是，编辑和读者在拜读那些动辄万言的大作时，不消两三行就昏昏欲睡，不忍卒读了。 这

除了表明我们自己文笔不够典雅、材料不够结实和结论无所见识外，好像并不能证明历史学本身出

了什么问题。 最近看过一篇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黄克武的采访文章，我觉得黄教授

的感慨是对的。 他说，历史研究者若不兼备深厚的文史哲修养和高超的文献文字解读能力，恐怕连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都读不懂，何况做深入的研究。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在与港台学者进行书

信交流时，开头两句话还算有点中华古韵，包装得还算严实，但三句以下基本上就是白菜汤了。 时

下不少农民总是笑话那些回家过春节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历史系的学生，说他们大过年的居然不

会写春联。
一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还应该内藏有该问题本身的微学术史。 于是，对研究动态的回顾，便

不再是你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的问题。 可编辑在审稿时却每每发现，许多稿件不是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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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４７ 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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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果说得一无是处，借以凸显自己的“创新”能力，就是把学术史回顾与文章展开内容处理成全

无关联的两张皮。 前者在无端地傲视历史学“无一字无来历”的基础行规，而后者却不啻在履行

“为动态而动态”的“程序正义”。 虽说“文无定法”，但一个好的学术史梳理，应该是在充分吸纳和

尊重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相反。 而行文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逻辑递

进，也就自然展开于前期研究之“必要条件”和自我新论之“充分条件”之间了。 动态中所列举的每

个成果都在昭示着自己的来历，而先行者的某些不足，正是新作所赖以展开的前提。 实际上，对于

上述问题，我实在不敢擅说别人，只敢反省我自己。
在了解了编辑立场的同时，也需要体察作者对编辑工作所寄予的厚望。 多年来，编辑队伍已整

体学者化，这是事实，毋庸讳言。 但是，曾几何时，个别编辑的自律和自省，似乎也成了迫在眉睫的

问题。 首先，“不懂的就是错误的”，容易堕为成见式进退稿件的潜规则。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
国已成长起一大批不输给相关领域的国内前辈和外国同行的成熟研究者。 他们对中国自身的了解

程度和留学所得，以及国内外层出不穷的史学新论，显然不是一个编辑能够全面掌握并悉数洞察

的。 学界最喜爱的，应该是“读尽天下好文章”的编辑不拘一格的目力和魄力，以及敢于超越自我

眼界的站位和勇气。 否则，当有些稿件因为编辑人员的逼仄视野和主观好恶或黄钟毁弃或瓦釜雷

鸣时，便不但有损于编辑本人的名声，久而久之还会毁掉一个好的杂志社或出版社。 其次，编辑的

学养、识辨能力和职业道德，有时比刊物的所谓级别更加重要。 偶尔听有作者称，本来是一篇文通

字顺的论文，被编辑修改后反而不通了。 如果作者不厚道，这样的情况恐怕还会传为学界的笑谈。
同时，外审制度必须要坚持，但是，外审意见不等于就是决定性意见，因为外审人员中，同气相求者

有之，同类相斥者有之，应付了事者有之，不读稿件者亦有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编辑本人的判断

不能介入，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编辑确实没有识辨能力，二是编辑部只走程序，其对学术发展造

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编辑看到来稿时就已经在主观上认定了文章不行，但出于面子，
不直言作者问题之所在，反而一定让稿件去走一遍外审流程，最后才端出事先早有的结论，这种做

法，既无谓地增加了编辑本人的工作量，也耽误了作者修改后另投他处的宝贵时间。 这种照顾作者

“面子”的做法，反而是害了作者，期期以为不可。 学术乃天下公器，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编

辑和学人相携而行，愿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推动。

〔作者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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